中國教會史
蘇穎睿牧師
第四十三課：劍橋七子 

(1) 楔子
1) 在早期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中，大多是來自草根階層，學問不高，沒有受過神學訓練或是大學教育的。他們有的是一顆愛主的心，不怕艱辛，一個冒死的精神，尤其是那些婦女們，比方來說，著名的小婦人（六福客棧）之Gladys Aylward，她們若留在英國，似乎都是負責一些平凡的工作，來到宣教工場，卻帶給她們較特殊的地位，所以在內地會的初期，隨著戴德生一家來華的Lammermuir Party，6個男子，10個女士，而男士中也是比較草根階層的，如其中一個叫Lewis Nicol是一個鐵匠；套用 Ruth Tucker的一句話，她們往往被視為Second Class Citizens。
2) 但到了二十世紀，情況有點不同了，不少受過高深教育的大學畢業生開始投身在宣教行列，這個改變與內地會的劍橋七子有著極大的關係。事實上，劍橋七子帶來宣教史上一個震憾性的改變，我們發覺在廿世紀投身內地會的宣教士，不少是受是高深教育，不但對聖經，對世俗的學問也有相當認識。這個Student Volunteers的運動是宣教史上重要的頁，他們不像先前那些宣教士，因為他們拋棄功名利祿，來到落後的宣教工場。然而，他們又是最委身，最投身的一群，戴德生以為在這個年代，不少宣教士過於self indulgent 及idle，但這些學生卻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，他們是為了一個更高的使命和異象來到宣教工場的。 　
(2) 劍橋七子
1) 英國劍橋七子是傳奇性人物，他們都是在當時的天之驕子，二個是運動出色的能手，二個是軍事傑出人才，他們放棄一切富貴、榮華、地位，參加了一個藉藉無名的宣教差會－中國內地會，來到窮鄉僻壤，過著非常窮困、簡樸、危險及艱辛的生活，當時報章稱為「浪費天才」來形容他們的決定，但同時也在英美揭起一個非常震撼的浪潮，他們的故事，刊登在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分派到歐美各YMCA，YWCA，一時成為街知巷聞的消息，也鼓勵了成千上萬的年青人投身在宣教工作中。就以內地會來說，1885年，也是劍橋七子抵達中國之時，內地會共有163個宣教士在中國，到了1890年，有雙倍的增加，到了1900年，人數達800人，佔了整個中國宣教士1/3。
2) 劍橋七子的加入，也改變了內地會的質素和文化。昔日戴德生所召募的，大多是草根階層人士及女性，但劍橋七子的加入，吸引了一大批從著名大學畢業的大學畢業生加入，所以在廿世紀CIM的宣教行列中，有不少是劍橋、牛津、愛丁堡等大學畢業生，他們更熱誠、更投入，這都是受到劍橋七子的感染。
3) 這七個宣教士是：
·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 

· 施達德 Charles Thomas Studd 

· 蓋士利 William Wharton Cassels 

· 司米德 Stanley Peregrine Smith 

· 章必成 Montague Harry Proctor Beauchamp 

· 杜明德 Arthur Twistle Polhill-Turner 
· 杜西瑟Cecil Henry Polhill-Turner 

雖然我們通稱他們為劍橋七子，但他們卻非常在一起的一隊，他們有著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故事，他們在中國的事奉也有不同，他們的恩賜及性格也不一樣。

司米德是一個演說家，有思想、有深度，喜歡看書的領袖，他父親是倫敦執業的一位外科醫生，他本身又是劍橋划船隊隊長，也是全英國著名人士，他參加了慕廸佈道復興大會而重生得救，並且在劍橋組織了著名的Cambridge Christian Union，他亦常在海德公園作佈道。

施達德的故事更傳奇性，他是英國劍橋木球隊 (Cricket team)的隊長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運動員。他到達中國不久，便知道他承繼了一大筆遺產，共有£25,000，相當於今日數百萬美金，他把這一大筆遺產都完全奉獻出來，£5000捐給美國慕廸神學院作為建校之用，£5000捐給救世軍差派50名宣教士到印度。而蓋士利是聖公會一名牧師，為人沉默，專服侍倫敦低下層人士，他注重紀律、順服、合一、規矩。而何斯德也是一位愛好紀律與規矩的人，他父親是一位Major - General，教養子女如軍訓，他自少是受到非常嚴謹的訓練，他也是在慕廸佈道會信主的。杜西瑟也是一位軍人，他的兄弟杜明德，受過神學訓練。最後一位是章必成，他出身於一個富有的家庭，受高深教育，他的家庭也是內地會一位支持者。
4) 他們在未出發往中國時，在英倫三島到處傳道作見證，引起很大迴響，並獲女皇接見。他們於1885年2月啟程，6個星期後抵達上海，他們穿上中國人服飾。戴德生帶著杜氏兄弟、施達德及章必成沿長江上，並轉往山西，每到一地就向當地的領事，商人及海關人員用英文向他們傳道，他們拒絕接受語文訓練，他們以為神會給他們「方言恩賜」，可以不用學中文而能講中文，戴德生警告他們這是撒但詭計，而非真正的信心。他們若不學中文，就不能講中文，不能講就不能傳，這正是撒但的詭計。當他們發現聖靈並不叫他們神蹟地講起中文來，就只有勤力研習中文，其餘三人，何斯德、司米德及蓋士利沿海岸抵達山東的Chefoo (Now Yantai)及北京，並從北京步行了30天抵達山西，在Ping yang（平陽，即今天臨汾）與其他四人滙合，並啟開了他們新的一頁。 
5) 平陽即今日的臨汾，位於山西省，是中國的一個古城，也是中原文化之始，也是位於北京與西安必經之路。在劍橋七子未抵達前幾年，一位英國循道會的宣教士為了向知識份子傳福音，就舉行了一次徵文比賽，是論及真理之源及心的規律，但獲奬的卻沒有出現取其獎金，因為他是一名破落的讀書人，也是鴉片吸毒人士，他就是席勝魔。然而，他還是來了，並且為這一位名叫Hill的宣教士翻譯單張，後來他信了主，透過禱告及吃藥他的鴉片癮得以治癒。當Hill離開山西，席勝魔就負起牧養的工作，他返回自己的家鄉，並開始傳道，但他對真理認識不深，他常倚賴異象、夢，醫治和趕鬼。他首先為他妻子驅鬼，並且醫好了她，二年後，他開始他醫治的事奉，專為那些吸鴉片者醫治，他一面祈禱，一面使用中藥，在幾年間，他開設了14個醫療站。當時的宣教士對他的神學及傳道方法是有保留的。
6) 當劍橋七子抵山西，他們就與席勝魔並肩事奉，事實上，這七個天真的劍橋七子，他們對鴉片這世界一無所知，他們有的是熱心與愛心，他們甘願作席勝魔的助手，而不願去改變席勝魔的神學及做法，他們這樣作，卻引起戴德生的關注，而七個人對席勝魔都有不同的看法。
· 蓋士利的聖公會背景，不慣這種無規無矩的教會生活，甚感震驚，一年後，他就帶了杜氏兄弟及章必成離開山西往四川去建立聖公會。他最後更被封為東四川的主教。
· 司米德及施達德開始學席勝魔去趕鬼，但後來與席勝魔不和，而離開往河北的濼縣。他們放棄了CIM傳統的傳道法，用大鑼大鼓吸引村民。司米德對漢語精通，講道出眾，但在神學上與CIM有出入，他終於在1902年離開CIM，離開這個事奉了18年的宣教差會，開創了一個新工場，在華東一帶傳福音，成為一個漢學語言專家，直至1926年逝世。施達德仍留在濼縣，直至1894年回國，後又往印度當傳教士，最後於50歲之年齡往非洲剛果，並於1931年死於剛果。
· 杜西瑟在山西跟隨了席勝魔有一年之久，他的夢想是往西藏傳道，他在新彊及印度北部有一段時間，於1909年創立Tibetan Border Mission是屬英國五旬節會。
· 在眾子中，只有何斯德與席勝魔有一段頗長的時間在一起，他是在七子中最能適應中國內地會的傳道策略和文化的一位。自1887年他與席勝魔同工，他形容席勝魔為爬船能手，他卻是負責掌舵那一位，彼此配搭，也成為席勝魔一位至好朋友，彼此學習及改進，直至1896年席勝魔逝世。在此期間，超過數百人受洗歸入教會。在義和團事件中，何斯德蒙主保守，僥倖逃生，戴德生於1905年逝世，何斯德負起內地會一切工作，他提出改革，他的口號是：「我們必須建立一些以華人領導的中國教會。」他成為內地會領袖後，他進行了四項重大的改革：
i. 積極訓練華人同工。

ii. 廣設訓練站，聖經學校，栽培班，在教義上，佈道法上，治會學上教導華人。

iii. 開拓新工場，包括中國西北，西南的少數民族。

iv. 儘量與中國教會，華人同工合作。

(3) 劍橋七子的影響
1) 據統計1950年，戴德生死的那年，內地會的中國信徒約有10000人，到了1920年，受浸的有52000人，何斯德在1935年上海退休，內地會在華的傳教士有1360人，教會有1200間及2000多個福音站，受浸人數約有75000人，何斯德在破除基督教是洋教上作了一大貢獻。
2) 何斯德退休後，仍留在上海，日本攻佔上海，他成了階下囚，受日本人凌辱，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老兵何斯德在中國住了60多年，返回英國，死時是85歲，是劍橋七子中最長壽的一位。

3) 劍橋七子的影響不止限於中國，也影響至非洲，施達德於1913年與Alfred Buxton前往非洲剛果，Buxton後來成為他的女婿，於1916年他回英國召募更多宣教士，他兩個女兒Pauline及Edith都有前往，Edith嫁給 Buxton，Pauline則嫁給Norman Grubb。
施達德仿傚戴德生，甚至比戴德生更獨裁，他非常刻苦和自律，每日工作十八小時，沒有放假，他要求每個宣教士都要刻苦，與非洲人完全認同，因而令他與宣教士有衝突，他對罪看得很嚴謹，以為懶散是大罪，當Grubb提議有祈禱會，施達德認為要在工作時以外開祈禱會，每日工作始 6:00am，祈禱會便在4:00am舉行，他因此而與女兒Edith及Buxton發生衝突，他辭退他們。1931年施達德逝世， Norman Grubb繼位，他比較溫和，他承繼了 Worldwide Evangelization Crusade，使這差會蒸蒸日上，至1970年代，WEC已經有超過 500個宣教士，其中著名的有Dr. Helen Roeselare。  
4) 劍橋七子的故事，一方面是感人，令人欽佩，但另一方面又看到「人性」的一方面，Austin有這樣的結論：劍橋七子的故事是特別的，從熱誠到失望，異象到超然恩賜到幻滅！這似乎在當時的宣教年代並不是不普遍的現象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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